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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本土多元文化議題對教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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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強博士 
(澳洲維省長老宗神學院宣教系專任講師亞裔課程主任)

1.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之回顧
1947年戰後移民潮開始時，澳洲基本上仍屬一「民族自我中心」(ethno-centric)的國家，[1] 對土著及外來移民都有相當的歧視。 當時政府政策及社會文化之生活方式都是以盎格魯—凱爾特文化 (Anglo-Celtic culture)為中心。其他的少數民族及外來移民，大都被視為對社會及國家的身份及安全有所危害而被排斥。同化政策(assimilation)及融入政策 (integration)就成為當時的主要觀念， 所有移民(包括歐洲移民) 必須被同化或放棄本身的文化語言特性而融入盎格魯—凱爾特文化中。
自1968年「The Questing Years」之報告出爐以來，多元文化理論及觀念開始在澳洲本土被重視。[2] 這報告是針對外來移民面對之困難而作的研究，就移民問題；例如子女教育、非技術勞工移民、海外工作經驗與學歷的承認、族類的居住與分離、以及平等與文化上的多元化之課題作出建議。此報告指出多元文化主義與同化及融入之理論相衝突，並首次把平等與多元文化拉上關係。[3]
至1978年，F. Galbally 所領導的研究報告「Review of Post-arrival Programs and Services to Migrants 」正式建議政府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其政策方向。其中所提出的57項建議成為日後政府多元文化政策施行的主要參考方針。 1995年的「Our Nation: Multicultural Australia and the 21st Century」報告，則為21世紀澳洲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定型。[4] 自1968至1999年間，政府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報告多達17項，[5] 足見政府對此政策的重視及推行之決心。 
近年澳洲政府多元文化政策之研究及推行，雖然仍有不少的障礙， 卻漸漸產生果效。公元2000年多元文化議局的成立， 更標誌著澳洲政府在政策上按多元文化主義方向邁進的決心。澳洲前任總理基庭曾在1995年的全球多元文化研討會中表示：「白澳政策在上一代中仍然存在 … 使澳洲把自己推向邊緣化」。[6] 這表明了澳洲作為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2000年澳洲政府按1999年「New Agenda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報告的建議，設立多元文化議會，對多元文化作出定義及宣佈以實際行動對下列四個原則大力支持：
· 公民責任，這被視為對澳洲人社會的基本體制的重要支持；
· 文化尊重，即不同文化之間的彼此尊重；
· 社會平等， 即在機會及待遇之中的平等；以及
· 生產力上的多元化，就是努力尋求極力發揮澳洲本土多元化人口中的重要文化，社會， 至致經濟上的紅利使本土得益。[7]
前澳洲總理霍華德之政府曾就多元文化政策發展於1999年提出報告「Multicultural Australia: United in Diversity」，訂定未來澳洲多元文化發展策略及方向。其中首要提出的，就是對「多元化，了解和容忍」的努力推展，並著重「在接受基本制度與原則之下維持一平穩、和諧與公平的社會」，[8] 從而希望塑造一澳洲新國民特有的價值觀。政府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在文化上多元，接納及開放的社會，以共同分享的價值觀念以及委身於我國、其民主政體、價值觀、以及以法律治國來統合國民。」(意譯) [9]
簡而言之，澳洲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之四個重要原則為：全體的責任、對個體的尊重、對個體的公平以及維護全體的利益。[10] 至今澳洲仍按這種施政方針而行。
 
2.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重點與反省
 
主流與國民身份的價值塑造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引入，主要是因為全球化及移民現象而衍生。現時澳洲人口有百份43是在海外出生或父母其中一位在海外出生者。 而在澳洲國民中，使用的不同語言達200種以上。[11] 可見移民與多元文化之間的關係深遠。
在這議題下，「主流」(mainstream)與「少數」(minority)的討論與定義，[12] 一直成為學者與政府的研究焦點。過去澳洲的社會基本上是以盎格魯—凱爾特民族文化為主流的社會，現在卻成為以多元文化民族為主流的國家。 因此，每當有人提及「主流」及「少數」的時候，大部份人都會想起過往歷史上的傷痕以及「恐外症」(對外國人的恐懼，xenophobia)的現象，[13] 聯想到白澳時代對土著及外來移民歧視所帶來的傷害。但現在的「主流」，已漸漸從「白澳」轉而成為「多元文化」的生活，身份及關係。[14] 換句話說，今日的澳洲國民，正處於尋索其新身份的過程中，其中最為注目的是從維護單一文化民族身份(Mono-cultural identity)轉為接受多元文化與民族的身份。這社會文化更新與價值觀念的改變，必然導至教會的自我身份與社會角色的改變。這樣的處境對本土教會有幾個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種改變勢必引起社會中某些群體的不安。 在這種不安的狀態中，是教會為神作見證的重要時刻。澳洲本土教會必須把握此機會，參與其中的服事及見証。一方面教會必須重新為自己的宣教使命定位。繼承使徒的腳蹤，達成從「被揀選之單一民族」過渡到吸引萬民歸主，「合而為一」(弗2:11-16)，組成多元文化神子民之目標。同時候本土教會亦必須發揮先知的功能， 承擔彌賽亞式使命的服事，在難民問題，歧視問題，平等與民主問題，社會建設與文化價值觀的重整，社會公義與和平的議題上參與。見証基督精神。 
 
另一方面， 教會必須在多元文化神學的重建上努力。 因為教會也需要在這種尋索的過程中為自己定位，回應「新國民」的需要而盡力。更重要的是，教會必須積極參與、影響當中的文化價值觀念之塑造，讓基督教信仰成為新國民文化的一重要影響。正如澳洲聖公會1985年所出版的《多元文化事工與使命報告》一書， 就是本土教會對多元文化政策全面反省的一個好例子。[15] 當中所作神學及文化的反省，頗能給與本土教會一些參考。
 
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衝擊
 
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後果， 從宗教及神學的角度而言，就是宗教與道德倫理的多元化。按2001年的統計，單以墨爾本市為例，當中就住了來自40個不同的非洲國家之移民，也有來自南歐，印度，斯里蘭卡，中東， 越南，中國等不同的國家。 共有超過135個不同的民族居住。宗教及道德多元化對教會的衝擊，已經不再局限於兩代關係，不同民族之間的相處，或土著與早期英國移民關係之復和的議題中。亦包括每年一度的Mardi Gras同性戀者遊行之節日的影響，以及社會文化認知論的轉移。[16] 當然，正如本人在2002年的《神學與生命塑造》期刊中所提到，部份的神學家會採取較為開放的立場，接受各種宗教均有神的救贖之啟示在內，甚至建議信徒要抱謙卑的心去聆聽，學習其他的宗教及倫理。這雖然可以在多元文化的處境中被視為實踐容忍及彼此接納的精神。 但W.J. Botha 在改革宗的2000年多元宗教會議報告中提出：
 
「要向全世界宣教，教會必須『拒絕各種宗教教導均同樣代表真神的教導及有救贖的價值』之信念。相信只有耶穌能把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信念可以激勵基督徒向非基督徒傳揚福音…」[17]
 
這種觀念正正就是今日澳洲本土教會在多元文化與宗教處境中要留意的一個重要宣教神學基礎：耶穌基督的身份與工作。因為多元文化絕對化只會把基督教帶到一個否定耶穌獨一救贖與神性的地步。一方面教會必須以真誠謙卑的精神來聆聽其他宗教的意見。另一方面，這種的對話與聆聽， 不應引至否定耶穌基督獨一救贖與啟示的宗教妥協。[18]
 
平等與容忍
 
最後，澳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推展的另一個重要觀念， 就是平等與容忍(equality and tolerance) 。這議題在政府研究多元文化主義的第一份報告中己被提出，一直成為一個重要的多元文化主義者的試金石。
 
基督徒在這種處境底下的身份定位並不容易。 其吊詭性在於， 教會作為基督徒的代表若全然擁護絕對多元文化主義， 則基督與其教義的獨一性便會受損。若教會繼續倡議本身所擁有的獨一啟示， 則與多元文化主義中的平等與容忍有所衝突。
 
更 複雜的是，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平等與容忍思想保護之下，所有的不同種族，非主流的思想，宗教及語言，文化都受到保護。基督教及信徒也在這保護政策之下受益。 但在這準則之下的「個人生活之私隱與公開」，「個人生活抉擇的自由與社會法紀的維持」，「個人生活的權利與國家公眾的利益」，「正統與別異」，「主流與非 主流」等界線標準都在重新塑造中。
 
何謂「全體」？何謂「個體自由」與「全體的責任」之關係？何謂「維護全體的利益」與「對個體之公平」的互動界線？這些準則在今日的社會中是很難劃分的。
就以近期的英美聖公會按立同性戀主教的事件，美國長期囚禁阿爾蓋達恐怖份子的理據，在船民難民羈留中心的權益等議題上[19]，都顯出這些爭論點複雜性。今天我們都活在這重塑觀念的大處境中，在多類與單一，相對及多元， 絕對與相對的困境之下嘗試為自己定位。
 
基督徒在這處境中，一方面可以採取像聯合教會 (UNITING CHURCH) 的方向，在爭取平等與抗衡種族歧視上努力，以致教會在代表信徒整體的觀念下能夠採取更前進的政策及行動。 無論在提倡多元文化教會，在發展其他族裔信徒的宣教，服事與敬拜的事情上得到非常重要的發展。 但另一方面， 這種立場必然使信徒面對一巨大的挑戰， 就是在平等與容忍的原則下，教會勢必開放其對「聖經與文化之關係」，「聖經詮釋之原則」，「啟示與應用」的傳統信念立場。
 
再者， 基督徒亦可以像保守福音派信徒一樣， 高舉聖經的立場與原則， 回應各項不同的挑戰。這雖然可以在多元文化主義衝擊下為信徒定位， 使其信仰立場穩固，卻帶來不少的批評。更令人擔憂基督教會重新進入排他主義，霸權主義， 及西方傳統優越主義中，更令教會及信徒被邊緣化。
 
反省:
 
首先，基督徒必須明白， 平等與容忍的觀念的確有助於社區和諧的推動，亦有助於對社會穩定及民主的推行。在多元文化處境下，基督徒是必須要努力持守這原則，並效法基督過愛神愛人的生活。然而，容忍與平等必須建基於啟示的資料中，其準則亦必須由基督徒自己；非別人，來決定。[20] 因此， 作為神天國在地上的擴展工具，教會實有維護其信仰原則之責任。
其次， 教會在多元文化處境中，面對挑戰，實踐基督教信仰時， 必須超越修辭的層面，進到實踐的層面中去。 聖公會的報告就提出兩種的方向去實踐：內在的及外向的。一方面我們可以藉著多元文化的機會向不同的人及文化學習， 另一方面我們亦要遵行主的命令向萬民傳福音，使他們作主的門徒。[21]
 
再者，在多元文化的處境中，基督若被認定為「文化中的基督」，則教會只會是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其中一個宗教機構，基督教只是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其中一個宗教。假若基督是更新文化的基督，[22] 則教會就是獨一真神所創立的有機體，在世上有其見証神的獨特使命。並需要主動地對文化有所批判及更生。基督更新文化這個立場， 對處於十字街頭困境的今日澳洲教會有相當的啟示。
 
總結: 
正如上文所提一樣，猶太人自亞伯拉罕以來，一直是神之選民。對外邦民族與文化是採取拒絕與分離的策略。在宣教的策略上亦採取「來」之「引人入教」之方式。至基督頒布大使命後， 宣教策略亦變為「去，使萬民作門徒」之方式。神子民的身份也就由肉身的猶太人擴展為屬靈的猶太人，亦即多元多類的神子民。因此， 從宣教學而言，多元文化處境正正是教會最佳的機會，主動作出傳福音的突破。 在多元文化處境中， 萬民都是教會的鄰舍。但願本土教會能在多元文化處境中，尋找自我身份，承擔使命，更新文化，突破當中的困境，重建多元文化神學於使徒及先知的宣講之根基上，把握各種的機會，努力達成主基督耶穌所託付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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